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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为特征的数字

时代已经来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教

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

习型大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

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提出促进数字公共

服务普惠化，大力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

动。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发展阶段与

数字时代的叠加，要求高职教师专业发展模式

回应技术变革，重构新的发展形态。

一、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脉络

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源起于 20世纪 60年代

的欧美国家，主要侧重发展阶段与特征、发展目

标与需求、发展途径与策略等方面研究。许多

学者自 20世纪 90年代开始以各视角对教师专

业发展进行探寻与思考，逐渐成为教育学界研

究的一个热点领域，在研究成果的积淀中已形

成了相互关联的研究指向，主要包括教师专业

发展内涵、阶段、影响因素、现实困境、模型建

构、路径与机制、卓越教师成长、教师成长行动

研究等。综合诸学者的观点，教师专业发展的

理论架构大致可分为三种：以实证主义哲学、行

为主义心理学和要素主义教育哲学为理论基础

的技术理性主义教师教育思想[1]，以人本主义和

建构主义心理学、缄默知识理论、后现代主义哲

学为理论基础的教师反思理论[2]，以生态学理论

与方法来探讨教育发展的教育生态学理论。

由此形成教师专业发展的三个取向。一是

理智取向，如微格教学模式、资格能力本位模式

等，主张标准化知识是实践的重要基础，强调专

业知识、教学知识、实践技能对教师专业发展的

重要性，通过规范有效的传授与培训方式帮助教

师掌握这些知识与技能，以便快速成长为技能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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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者。如舒尔曼（Shulman）在1986年就提出了学

科教学知识（PCK）概念，并尝试建立教师教学应

具备的七类知识框架[3]。二是实践—反思取向，

如反思性教学、反思性实践者研修、行动研究等，

强调教师在实际情境中运用“缄默知识”对工作

实践的反思与建构，以“实践性知识”保障教师专

业发展，以形成系统持续的教学实践反思来实现

专业发展。波斯纳（Posner）于 1989年提出教师

成长公式，即“教师的成长=经验+反思”[4]。三是

生态取向，超越理智取向、实践—反思取向基于

教师专业发展内部因素的研究，将教师置于专业

图景、团队关系、社会环境中，强调教学场域、群

体互动的作用，以更广的视阈来观照教师专业发

展问题 [5]。20世纪 90年代，哈格里夫斯（Harg⁃
reaves A.）提出教师教学风格、教学策略的生成与

改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处的教师文化环

境，应重视教师文化在教育改革及教师专业化中

的核心作用[6]。陈向明、宋改敏、朱旭东、杨茜、任

其平等学者对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生态学转向

进行了探源，运用生态学原理阐释教师专业发

展，从而探讨培养模式的建构问题。

伴随基于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元宇宙、虚

拟现实等新教育形态的出现，给教师专业发展提

出了新的目标与挑战，也提供了新方法、新手

段。有研究者着眼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

网+”等新兴技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冲击，关注由

此带给教师的角色新变化、能力新要求，并衍生

出对教师核心素养、智慧师训与智慧学习模式、

教师教研模式等方面的讨论。但现有文献少见

有立足数字时代特征、教师专业发展规律与教育

生态学的契合点，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在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下，如何重塑教师

专业发展生态问题，其中以高职教师为研究对象

的则更鲜见，这正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

二、教育生态学视角研究数字时代高职教

师专业发展的适切性

生态学于 1858年由博物学家索罗（Thoreau
H.D.）提出，后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Haeckel E.）
在 1868年将其定义为“研究动物与其无机环境

与有机环境的全部关系”的科学。随着帕克（Park

R.E.）和伯吉斯（Burgress E.W.）在《社会学科学

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
gy）一书中首次提出人类生态学这一概念，由此

打开了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人类社会问

题的视野[7]。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

院前院长劳伦斯·克雷明在其所著的《公共教

育》（Public Education）中率先提出并阐释了教育

生态学概念，提出教育生态学是应用生态学的

联系、平衡和发展的特性来研究教育现象、教育

规律、教育发展趋势 [8]。由此，教育生态学的研

究范围不断拓宽，研究内容日益深入，涉及宏观

生态、微观生态和教育生态因子等多个方面。

教育生态学所关注的是教育生态主体与教育生

态环境之间的彼此关联、交互影响与协同进化，

是一种注重全面联系、突出整体和谐、强调动态

过程、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论域，是整体发展

观、动态开放观、自主独立观的有机统一。

该理论视角对于本研究具有较强的适切性：

首先，教育生态学认为生态主体与各生态因子之

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辩证统一的，数字时

代的本质特征就是一切皆可用数据互联，现实世

界和数字世界融合共生，而培养适应产业需求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决定了数字时代高

职教师专业发展必须要打破孤立封闭状态，依托

数字技术建构起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校之

间、教师与行业企业之间的交互联系，形成群体

性特征。其次，教育生态学强调生态主体是在与

生态群各要素的彼此交互中引发演进式成长，从

而实现生态位的动态递升或扩展，而大数据的应

用更便于从高职教师成长的整个时空构架中去

审视其专业发展过程与发展水平，赋予适切的资

源配置，推动持续性发展，形成动态性特征。最

后，教育生态学表现出对生命多样性的关切，吴

鼎福在《教育生态学》一书中就以“教育生态谱系

树”展现了个体生命成长的丰富性。高职教师专

业发展的过程是教师基于自我意象来决定自己

与生态圈发生信息与能量交换，完成自我建构、

自我生成的过程，数字时代的数据洞察，则能更

精准地解析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个性化特征，帮

助高职教师自组织性地去完成“目标—行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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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改进—阶段性达成—目标”的螺旋式发展过

程，形成自主性特征。可见，该理论视角有助于

研究者从个体与环境互动、开放系统、生命多样

性和多路径信息流转角度来阐释个体动态发展

与转变过程，与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不谋而合。

三、数字时代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模型

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既是教师自身专业

成长的过程，也是外在因子促进其专业成长的

过程，不仅要关注教师本身，还需要关注教师所

处的生态环境，包括政策导向、价值体系、时代

特征及地域经济、文化、人口、资源等。高职教

育承担着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具有时代竞

争力和发展潜力的高技能人才的重要职责。这

一育人使命决定了高职教育的跨界属性，也决

定了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和要素较之其他

教育类型教师，更贴近区域经济产业发展需求，

更具有发展的动态性和时代性特征[9]。因此，在

数字时代背景下，高职教师的专业发展应观瞻

数字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技能

人才需求结构与素质要求的变迁，以数字技术

为支撑，依据普通高等院校、技师学校、行业企

业、科研院所等不同来源高职教师的差异性发

展特质，适配针对性发展资源、培育

机制与支持环境，从而更有效地促

进高职教师的师德涵养、数字素养

及综合育人、实践指导、教学改革、

科学研究、校企合作等专业能力的

持续提升，最终实现高素质、专业

化、创新型“双师型”教师发展目标。

鉴于此，根据教育生态学观点，

将数字时代高职教师专业发展视为

一个开放的、自组织的生态系统（图

1）。该系统有多个彼此关联又相对

独立的生态因子构成，其内核是高职

教师专业发展，涉及师德涵养、数字

素养、专业能力等多元维度的融合发

展。系统由内而外主要分为主体因

子和环境因子两大因子，主体因子为

教师个体与群体，环境因子包括院校

治理、政策环境、行业数字化趋势、企

业数字化转型或升级等。各环境因子相互关联

共同形成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综合影响链，但这些

影响主要通过高职院校的治理场域进行传导。

高职院校通过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的多向联

动、信息交互、数据共享，明晰产业需求、人才需

求，确定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目标要求，云诊断高

职教师专业发展现状，建立对应性评价激励机制

和支撑服务体系；高职教师在院校推送的专业发

展目标指引和评价激励驱动下，基于自身发展基

础、发展需要和价值目标决定物质、能量、信息交

流的程度，将外在的院校影响转化为自我发展动

力，形成自我发展意识和自组织性、可持续性的

自我建构，从而使高职教师的专业发展生态始终

朝着“近乎平衡—远离平衡—走向平衡—再远离

平衡”的“耗散结构”动态演进[10]。

四、数字时代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策略

从教育生态学视角出发，高职教师专业发

展不仅是教师自身的专业成长过程，也是其与

所处的政策环境、产业环境、人才环境、院校环

境等生态环境交互影响与适应的过程。基于高

职教师专业发展的跨界特征和多源背景的差异

化发展特点，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

院校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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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数字时代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生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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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等技术，勾连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生态

主体因子之间、环境因子之间、主体因子和环境

因子之间的动态交互，为高职教师专业发展实

践提供引领性目标、过程性支持、针对性干预，

从而实现整体性发展、个性化发展、持续性发

展，是数字时代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应然进路。

（一）强化“整体效应”，以数据交互驱动多

元主体共促

生态系统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因子相

互交织形成网状整体，体现出功能上的“整体效

应”。高职教师专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生

态系统中各因子间的协同和“整体效应”的发

挥。职业教育要致力推进与产业需求侧的对接

来提升适应性要求，这决定了高职院校应以“跳

出职教看职教”的系统思维，着眼数字革命背景

下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以宏观、开放

的视域对高职教师专业发展进行符合生态环境

需求与特质的系统设计。整合数字资源，搭建区

域性行企校资源信息交互平台，以数据对接、实

时共享加速行业、企业、高职院校、高职教师间的

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研判产学合作突破口和

切入点，适配资源禀赋，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塑造

多元主体协同发展共生体系，打造多元主体共促

高职教师成长格局。建立覆盖多维空间场域的

高职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和研修、实践基地，帮

助高职教师获取更富具身性的发展体验，推动高

职教师的专业发展目标、发展内容、发展过程与

技术迭代、产业变革同频共振，促使教师发展小

循环主动融入区域发展大循环，全面提升高职教

师专业发展内驱力与发展成效。

（二）推进“生态位”协同，以信息流转构建

“专业成长银行”

生态位是某一生态主体“生存或发展所占据

的时间、空间和周围环境梯度上的位置”及与其

他生态主体的关系，呈现出在时间、空间、功能上

具有外在边界和连续性的“生境单元”。由此，高

职教师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功能维度上所呈

现的“生态位”表征应是其所处的专业发展阶段、

所属层级和发展类型，这一表征又决定其当下特

定的发展目标与发展需求[11]。因此，高职教师专

业发展机制与路径的设计前提是基于不同“生态

位”教师的发展需求，其目标指向为促进不同来

源、不同发展基础、不同发展阶段高职教师的错

位竞争、分类发展，实现专业发展“生态位”的协

同。高职院校可依托政校行企信息共享平台，综

合产业需求信息、人才需求信息和国家政策指

引，重构院校发展规划及高职教师专业发展整体

目标、分类发展目标及评价体系。基于政校行企

数字化演进、院校大数据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

构建高职教师“专业成长银行”，增强专业发展过

程的自组织性作用：运用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

建立高职教师全视角成长数字档案，全面诊断发

展基础、发展动态，集成分类发展目标、阶段性发

展需求和个性化支持要素；“专业成长银行”基于

伴随式、精准性诊断结果，向高职教师智慧推送

阶段性目标模块、发展缺项信息和“菜单式”支持

资源，以目标引领、路径导航推动其自主发展；对

接高职教师发展过程动态数据，“专业成长银行”

进行实时测评、动态反馈，引导高职教师及时调

整发展路径和发展行为，以期达成阶段性发展目

标。智能化的信息流转，推动高职教师主动进入

“行动—反思—学习—改进”的专业发展环形回

溯，实现全职业生涯周期的持续成长。

（三）消除“限制性因子”，以智能应用形成

拟真实践场景

限制性因子是指那些低于或超过生物的耐

受阈限而阻止其生存、生长、繁殖、扩散或分布的

生态因子。在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生态中，任一不

契合高职教师专业发展阶段、发展需求、专业能

力的生态因子都有可能成为其专业发展的限制

性因子，因此需要基于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

逻辑与实践逻辑结构，梳理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

限制性因子，寻求其中的主导限制性因子并设法

加以消除。高职教育培养数字产业发展所需要

的具有数字素养和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这一人

才培养目标，和工学结合、理实一体的人才培养

模式，决定了在数字时代背景下高职教师专业发

展的主导限制性因子：一是高职教师自身的数

字能力不足，二是由企业生产运作场域不开放

性而加剧的专业实践能力不高。（下转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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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布，形成品牌效应，以便需求方的查询。高

职院校还可以主动与政府、企业、社区等单位对

接可合作的项目，为教师开展社会服务发挥好

桥梁纽带功能。政府部门可以牵头建设类似于

招聘求职网站的社会服务信息平台，行政事业

单位、行业企业、地方社区等单位和院校分别为

需求方、供给方，通过平台公布合作项目、减少

流程环节、降低时间成本，同时通过竞争也可促

进教师社会服务质量的提高。

（三）完善教师社会服务激励政策

为提高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一是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将社会服务列入院校办学评估、

领导班子考核、重大项目申报等评价指标，以提

高院校领导对社会服务的重视程度；二是院校通

过将社会服务纳入教师年度绩效考核指标、认定

教师社会服务非课时工作量、社会服务收入按一

定比例纳入教师个人绩效总额、职称评审中加大

社会服务指标分值权重等方式，完善教师社会服

务激励政策，提高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的驱动力；

三是基于教师自身特质、资源差异，开展教师分

类工作，设置侧重于社会服务数量与质量考核的

社会服务型教师，以充分发挥教师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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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7页）而高职教师的数字能力和专业实

践能力只有在相应的实践场域中才能生成。虽

然在政策导向下，产教融合已逐渐向纵深推进，

但对照数字化时代要求，校企之间的壁垒依然

存在甚至在数字融通、信息共享、串联数据孤岛

等方面还有所加深，尚有不少融合节点亟需打

通。高职院校可运用元宇宙、人工智能、VR虚

拟现实、智慧学习环境等数字新技术，建构起非

符号化的拟真实践环境，让高职教师超越时空

限制，针对自身能力提升需求，自主选择相应的

实践路径和拟真环境，在全场景的“做中学”中

增强企业生产场域的感受度，重构基于智能化

工作过程逻辑的内在知识体系和基于职业能力

研究的课程体系。同时，全方位沉浸式的拟真

环境，也有助于提升高职教师的数字素养和数

字能力，促进高职教师主动运用数字技术服务

于自身的教育教学实践。

参考文献：

[1]戴伟芬，王依依，胡丹.论当代西方技术理性主义教师教育

思想[J].外国教育研究，2015，42（11）：52-62.
[2]石君齐，叶菊艳.论“实践—引导—反思”取向的高校教师专

业发展路径[J].教师教育研究，2017，29（6）：81-87.
[3]高筱卉，赵炬明.舒尔曼大学教学学术思想初探[J].高等工程

教育研究，2022（2）：143-149.
[4]程耀忠，饶从满.理念—实践—反思—评价：美国教师教育

理论与实践黏合的闭环[J].外国教育研究，2021，48（5）：3-14.
[5]杨茜.教育生态学视域下教师生命成长探析——基于学校

生态群的实践认识[J].中小学教师培训，2016（2）：5-9.
[6]邓涛，鲍传友.教师文化的重新理解与建构——哈格里夫斯

的教师文化观述评[J].外国教育研究，2005（8）：6-10.
[7]宋改敏，陈向明.教师专业成长研究的生态学转向[J].现代教

育管理，2009（7）：49-52.
[8]任其平.论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化培养模式[J].教育研究，

2010，31（8）：62-66.
[9]和震，杨成明，谢珍珍.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逻辑结构完

整性及其支持环境[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8（5）：32-38+103.
[10]范可旭，姜乐军.从离散走向融合：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育人

系统分析——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视角[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2（9）：58-63.
[11]朱德全，曾欢.教师“三分式”培训的“生态位”协同路向——

基于高等职业院校“双高计划”的视角[J].教师教育学报，2020，7
（3）：1-7.

—— 69


